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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关于明代经筵日讲制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,有孟蓉《明代经筵日讲制度述论》(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)、萧宇

青《明朝的经筵制度》(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)、胡吉勋《教育仪制·明代的经筵、日讲与皇帝的教育》(见赵中男

等《明代宫廷制度史》第九章,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,第394~413页)、晁中辰《明“经筵”与“日讲”制度考异》(《东岳论丛》2012
年第7期)等。

② 清代经筵日讲制度的研究成果,主要有陈东《清代经筵制度研究》,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。本文关于清代经

筵制度的一些基本史实或背景论述,或以此文为据,谨致谢意!

③ 许静《明清经筵制度特点研究》(《聊城大学学报》2013年第2期),不是将明清加以比较,弄清各自的特点,而是将明

清经筵制度放在一起,与宋代相比,探讨明清经筵相同的特点,与本文将明清之间的同异之处进行比较,取径不同。

明清经筵日讲比较研究

谢贵安

(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,湖北 武汉430072)

  摘 要:清承明制,明清经筵日讲制度大体相同,均包含经筵大典和日讲环节,皆以程朱理学为

本,以四书五经和史学为内容。然而,两朝经筵日讲制度也存在着农耕游牧、君威强弱、他学冲击等

方面的差异。明朝作为农耕政权,举行经筵日讲的目的单一,就是通过宣扬程朱理学维护统治,而
清室起源于游牧(游猎)民族,还将经筵日讲赋予了争夺华夏正统的意义;安土重迁的明朝将游畋与

经筵对立,而游牧的清朝则无此观念;明朝经筵日讲地点固定在文华殿,而清朝则变动不居。明代

皇权盛极而衰,经筵日讲官始终保持着帝师的尊严,而清代皇帝则威严高耸并以道统领袖自居,经
筵日讲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颠倒过来。明代虽遇阳明心学的挑战,但效果微乎其微,而清代经筵日

讲却面临汉学和西学的强势崛起,受到其重大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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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经筵日讲制度是中国古代针对皇帝和太子的宫

廷教育制度,是皇帝或太子出席聆听,儒臣面授经史

的御前教学活动。经筵日讲制度建立时间早,持续

时间长,对中国最高权力拥有者的道德教育和文化

培养,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皇帝接受儒臣教育的

活动自汉唐就有,形成经筵日讲制度,则定型于宋

代。宋代始将君臣御前教育称为“经筵”,以翰林学

士等文臣担任讲官。宋代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、八
月至冬至节为经筵讲期,称为“春讲”和“秋讲”。儒

臣每逢双日入侍宫中为皇帝讲读经史。此后,经筵

制度历元、明、清三代而不绝。宋代的经筵与日讲其

意肤同,但到了明代,经筵与日讲细分为二,经筵属

于仪式性的大典,日讲则为平日里的讲读。前者宣

示性的意义大,而后者才是平心静气学习的时机。
清承明制,自然延续了明代的经筵日讲制度,也细分

为经筵和日讲。明代① 和清代② 的经筵日讲制度都

有人研究,但将二朝经筵日讲进行比较的成果尚未

瞩目③,因此,本文试作比较。

  一、清承明制:明清经筵日讲的相同之处

清承明制,明代经筵日讲制度是清代的模板,
清代的经筵日讲制度基本上是仿明朝而建立。无

论是形式还是内容,受教者还是施教者,二朝大体

相似。
第一,从形式上看,明清两朝均分为经筵和日讲。
明代经筵制度包括经筵和日讲。在明代以前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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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代王朝都没有将经筵和日讲明确区分的,而把经

筵与日讲细分为二,则自明代始。从正统初年开始,
朝廷分别制定了经筵仪注和日讲仪注,二者的区别

变得十分明确。所谓“经筵”,是指注重仪式的御前

讲读大典,实际上包括“经筵初讲”与“经筵月讲(会
讲)”两种。明代经筵制度分春、秋两季(两个学期),
春季从二月十二日起,到五月初二日止;秋季从八月

十二日起,到十月初二日止。经筵初讲是每年春、秋
二季经筵开始时举行的第一次经筵大典(每年有两

次经筵初讲,一次是二月十二日,一次是八月十二

日)。经筵月讲是春、秋二季中每月逢二(初二、十
二、二十二日)举行的三次月讲(也称会讲)。日讲是

春、秋两季(学期)中,除去经筵初讲、经筵月讲之外

的平日讲读。
清代的经筵制度也包括经筵和日讲两部分。这

显然是从明代继承来的。清代经筵也分为春、秋二

季,春季一般在仲春二月,或提前在正月开讲(如嘉

庆七年、八年、二十二年),或推后到三月(如康熙三

十九年至四十三年)、四月(康熙十一年)开讲。秋季

一般在仲秋八月举行,也有提前到七月(如康熙二十

五年)或推迟到九月甚至十月的情况(如康熙三十年

到三十三年)。[1](P33)这与明代的经筵分为初讲和月

讲不同,春、秋两个学期各只举行一次,相当于各个

学期的开学典礼。不过,经筵重仪式,宣示意义大于

实际学习意义,这一点清代与明代并无二致。清代

的日讲制度,与明朝相差无几:“日讲之礼,每岁自二

月经筵后始,夏至日止。八月经筵后始,冬至日止。
每日于部院官奏事后进讲。讲章缮正、副二本。以

正本先期进呈。本日,掌院学士率讲官二人或三人,
以副本进讲。岁终汇录成帙进御。”[2](P488)可见,明
清的日讲均分为春、秋两个学期,春季从二月至夏

至,秋季从八月至冬至。
第二,从内容上看,明清两朝均讲读《四书》《五

经》和史书。
明代经筵日讲的内容,主要是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和

史书。明神宗时经筵日讲所讲授的《四书》《五经》等
书籍就有人作过考述。[3](P1369)明代经筵日讲重视《四
书》,与程朱理学盛行有关,理学尤重《四书》,而兼重

《五经》。在皇帝的经筵日讲中,讲授的顺序,也是先

《四书》而后《五经》。明人黄佐专门撰写《讲读合用

书籍》一篇,叙述了明代经筵日讲所用教科书的情

况。他指出太祖“于凡经史百家之书无不贯通,然每

自博求约,惟务得其要”,“尝令儒臣进讲《四书》,以
《大学》为 先,《五 经》以《尚 书》为 先,今 经 筵 因

之”。[4](P961)《四书》和《五经》的讲授,主要是培养帝

王圣德和仁政,其实质则是培养帝王怎样通过笼络

人心来实现王朝长治久安的统治之术,正如张鼐所

说“帝王修齐治平之道,尽在经史”[5](P791)。明代经

筵日讲的史书,有《通鉴纲目》等书。正统以后,日讲

的内容“间取典谟训诰及《贞观政要》《通鉴纲目》《大
学衍义》等书,日命讲说二三篇,考验历代帝王兴衰

治乱存亡之由,以为鉴戒”[6](P136)。成化元年,南京

刑科给事中王徽也向宪宗提出,经筵日讲应该讲授

史书,建议讲《通鉴纲目》,大意是说“古昔得失载于

前史,乞经筵兼讲《通鉴纲目》,无所隐讳,朝夕取为

法戒”,宪宗“皆嘉纳之”。[7](P649)黄佐在《讲读合用书

籍》中声称:“诸史旧皆进讲,今则惟用朱子《通鉴纲

目》,若东宫则兼用《文华大训》等书。”[4](P961)可见

《通鉴纲目》在英宗和宪宗时曾作为经筵讲读的内容

和教材。
清朝经筵日讲的内容,与明代一样,也是《四书》

《五经》和史书。《四书》包括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
《孟子》,《五经》则包括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周礼》《易经》
《春秋》。进讲的顺序,与明一样,也是先《四书》,后
《五 经》。“凡 进 讲 先 书 次 经。”[8](P222)康 熙 十 年

(1671)二月十七日(己亥)初次举行经筵,由工部尚

书王熙进讲《大学》“《康诰》曰克明德”章,翰林院掌

院学士熊赐履进讲《尚书》“人心惟危,道心惟微”章。
可见,清代经筵是先讲一部分《四书》,后讲一部分

《五经》。五十年(1711)春季经筵,康熙讲读的内容

便是《四书》的“忠恕违道不远”一节,和《易经》的“九
五飞龙在天”一节,同样是《四书》和《五经》并学。直

到清末,依然如此。光绪三十三年(1907)十月,大学

士孙家鼐等在“奏进讲事宜折”中,明确提出讲官“讲
《四书》《书经》”[9](P688)。

清朝经筵内容中,还有史书,一般少不了《通鉴》
或其系列。康熙十九年三月初八日,圣祖曰:“外廷

讲官每日进讲《书经》,故尔《通鉴》暂停。今朕欲于

宫中午后讲阅《通鉴》,乃为经史并进之学。”[10](P5)光
绪三十三年十月,大学士孙家鼐等在“奏进讲事宜

折”中 还 提 出,讲 官 要 讲 “《御 批 历 代 通 鉴 辑

览》”[11](P688)。可见,明清经筵日讲讲官的内容都包

括《四书》《五经》和史书,特别是《通鉴》。
第三,从受教者看,明清经筵的教育对象都包括

皇帝和太子。
明代经筵的教育对象,既包括皇帝,也包括皇太

子,二者出席的制度性的讲读经史活动都叫经筵日

讲。明代皇帝接受经筵日讲教育,从宣宗以前就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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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了,无论是太祖朱元璋、太宗朱棣,还是宣宗朱瞻

基,都与儒臣一起讲读经史。英宗以后,经筵日讲制

度正式确立,皇帝接受经筵日讲教育成为国家制度,
历代皇帝英宗、宪宗、孝宗、武宗、世宗、穆宗、熹宗和

崇祯帝,均接受过较为系统的经筵日讲教育。除了

皇帝外,皇太子的东宫教育,也被称为经筵日讲,成
为明代经筵制度的一部分。

清代也不例外,其经筵制度既包括皇帝的经筵

和日讲,也包括太子的经筵和日讲。其皇帝的经筵

日讲活动,从太宗皇太极时已经开始。天聪六年

(1632年)九月,书房秀才王文奎上奏时宜,明确提

出“勤学问以迪君心”,建议:“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

帖式内,选一二伶俐通文者,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

明察者,讲解翻写,日进《四书》两段,《通鉴》一章。
汗于听政之暇,观览默会,日知月积,身体力行,作之

不止,乃成君子。”[9](P24)入关后,顺治帝正式确立了

经筵日讲制度,历代清帝基本上接受了经筵或日讲

教育。据陈东统计,顺治帝在位18年御经筵8次,
康熙帝在位61年御经筵61次,雍正帝在位13年御

经筵13次,乾隆帝在位60年御经筵51次,嘉庆帝

在位25年御经筵24次,道光帝在位30年御经筵

26次,咸丰帝在位11年御经筵9次;清入主中原

267年,共开经筵192次(含临雍视学在内),平均隔

年开一次。[1](P33)除皇帝外,清代的太子东宫讲学也

是经筵制度的一部分。康熙二十五年(1686)奏准的

太子会讲礼规定:“每岁二月、八月,驾御经筵后,钦
天监择吉具题,皇太子行会讲礼”,“满、汉讲官,诣讲

案前,一跪三叩,以次进讲。先《四书》,后《五经》”。
同时批准的太子日讲礼规定:“日以讲官满一人、汉
二人轮直进讲。正本先期送进,副本由司经局正字

誊写,讲官恭奉进讲。每日早,讲官进至内左门外

坐,赐茶。候内监出,引至毓庆宫悼本殿,行一跪三

叩礼,进至讲案前。皇太子先讲本日书毕,满、汉讲

官,以次进讲。先讲《四(子)书》,后讲《五经》,讲毕

各退。日讲之期,新岁开印后,请旨开讲。退躬祭坛

庙与三大节庆贺日停讲、忌辰停讲外,虽寒暑斋戒日

期及封印后均不停讲。至岁暮拾祭斋戒日姑暂

停。”[12](P57~58)陈东认为太子会讲、日讲基本上是照

搬了康熙皇帝的经筵日讲。
第四,从施教者来看,明清经筵日讲均由儒臣担

任。
明代经筵日讲讲官,都是由儒臣担任,一般需要

通过科举,拥有进士出身,在翰林院、左右春坊任职,
或曾有翰林院经历的官员,才有资格入选。景泰三

年高榖在提议推举经筵讲官时,便提出“于翰林院、
左右春坊并各衙门内推选”[13](P4081)。经筵讲官的来

源主要是翰林院和其升转机构詹府、春坊。根据明

代官制,翰林院学士需要对“经筵日讲”“奉敕而统承

之”。[14](P1786)直到嘉靖十一年,非翰林官员要想入选

讲官,仍然必须首先获得翰林院和宫坊的资格才予

考虑。[15](P3303)除了翰林院、左右春坊的资浅官员有

资格担任经筵讲官外,翰林院出身且带有翰苑宫衔

的国子监、六部等衙门的卿亚,也具有出任日讲官的

资格。这些讲官都是饱读诗书、满腹经纶的儒臣。
清代也不例外,其讲官也都由儒臣担任。清代

经筵日讲官除了汉官外,还有满官,但即使是满官,
也必须是儒臣。清室入关后,刚举行完登基大典,户
科给事中郝杰便上奏建议“首重经筵”,“请择端雅儒

臣,日译进《大学衍义》及《尚书》典谟数条”,[16](P93)

明确要求以儒臣为经筵讲官。顺治十年,工科给事

中朱允显提出“君德之成本于经筵”,要求“广选满汉

儒臣”。[17](P562~563)十二年三月,世祖决定“举经筵日

讲,以资启沃”,要求“即选满汉词臣学问淹博者八

人,以原衔充日讲官”。[17](P712)这里所说的词臣,就是

翰林院官员,皆为儒臣。康熙八年(1669)四月,给事

中刘如汉请求“敕礼部,详考旧章。先行日讲,次举

经筵,选择儒臣,分班进讲”,得到了康熙的批准,说
明清代的经筵日讲官都是儒臣。这显然是受到明代

的深刻影响。
从以上四点可见,明清经筵日讲制度基本一致,

证明了清承明制之实,清朝的经筵日讲制度,与明代

一脉相承。

  二、农牧之别:明清经筵日讲的不同烙印

明清经筵日讲制度虽然一脉相承,框架基本相

同,但由于农耕与游牧(游猎)民族之间的差异,被打

上了不同的烙印。这些不同,包括推行经筵日讲的

意义,经筵日讲所受游畋影响的压力,经筵日讲的地

点等等。
第一,明清经筵日讲制度设立的意义不尽相同。

明朝推行经筵制度,只是为了提高皇帝和太子的文

化水平,通过强化儒学来加强自己的统治;而作为游

牧(游猎)民族的清室,其大力推行经筵制度的目的,
除上述之外,还有加速“汉化”,去除身上被人加上的

“夷狄”符号的意义。
中国是由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形成的,居于中

原的农耕民族自称为“华”(或“汉”),而散居四周的

游牧民族(少数民族)则被称为“夷”(或“狄”“戎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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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蛮”)。中国历史上的“华夷之辨”,让中原农耕民族

深感自豪,而游牧民族则有所自卑。当游牧民族入

主中原后,就大力推行汉化,使自己在文化建设上做

得比汉族统治者更好,以此抵销文化上的自卑。韩

愈说过:“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
[夷而]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[18](P17)这对进入中国的

少数民族政权是一个莫大的鼓舞。清朝入关后,实
行右文政策,祭拜孔子,推崇儒教,修纂规模浩大的

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《四库全书》,同时,在经筵日讲

上,也不遗余力地推行,造成一种皇帝好学,是儒家

文化代表的形象。
明代皇室出身汉族,虽有人曾怀疑朱元璋出身

回族,但并无过硬证据。作为汉民族,朱明皇室接受

经筵日讲制度,顺理成章,仅具有高扬儒学旗帜,引
领意识形态风向,同时提高皇帝、太子文化水平的意

义。而对于出身满洲的清朝皇室而言,接受经筵日

讲制度,除了明代皇室所具有的上述意义之外,还蕴

含着更加深刻而广泛的意义,那就是接受“汉化”,抵
销“夷狄”的讥讽,弥合满汉畛域,让汉族大臣心悦诚

服,为巩固其统治服务。因此,清廷便大力接受汉族

文化,继承明朝的经筵日讲制度,通过经筵日讲制度

强化儒家伦理,建立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,以为其上

层建筑(君主专制)服务。
第二,明清经筵日讲制度,在农耕和游牧两种不

同文化氛围中,执行的评价标准和所受到的压力并

不相同。
在农耕社会氛围中,经筵向学与游畋玩乐是相

悖的。明代皇帝常常因为游畋玩乐,影响经筵日讲,
而受到大臣的严厉批评。[19]明武宗“倾耳于太监丘

聚、魏彬、马永成之流”,“陷其术中而不悟”,故“恣意

于驰射钓猎之乐,而国政圣学则怠于究心”。工科给

事中陶谐要求严肃“查究日逐侍从游逸诸人如聚等,
数其误国之罪,告于先帝,罪之弗赦”,同时“别选端

静之人以充侍从”,在“痛戒逸游”后“如旧日讲,亲君

子而远小人”。[17](P433)因此,明朝的畋猎驰射与经筵

日讲是相悖的事物,为儒臣们所严厉禁止。
然而,清朝出身于游牧(游猎)民族,游畋活动是

其民族特性。清朝经常宣誓要保持其“骑射”传统,
因此大力推行游猎活动,为此不惜影响经筵日讲,甚
至改变了从明朝继承下来的经筵制度。顺治十一

年,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开心上奏,强烈要求世祖“经
筵宜御”,同时指责皇帝嗜好畋游。世祖览奏后十分

愤怒,严辞反驳:“至本内云:屏斥畋游。朕思祖宗立

国以来,讲武习兵,安不忘危。开创之际,何得懈弛

武事。况深居高拱,乃明季陋习,岂可重行!”并称

“赵开心此奏,实常谈浅见。风宪大臣,果知朕过,即
当直言无隐,何得泛为条陈,沽名塞责,殊负朕委任

之意!”[17](P631)以畋游误经筵的批评,在明代是一种

利器,但在清代却没有了用武之地,因为畋游本身就

是清朝的尚武传统。据《榆巢杂识》记载:“每岁经筵

进讲,例春秋仲月举行。近以秋狝木兰,惟行于春

仲。”[9](P221~222)因为要举行秋狝,秋季经筵已经停

止,故而乾隆以后,历代皇帝一般都只在仲春二月举

行一次经筵,春、秋二季的经筵制度遭到破坏。
第三,明清经筵日讲的地点,也受到了农耕、游

牧文化的不同影响,而出现不同的情况。
明朝皇室起于陇亩,其文化具有农耕民族的基

本特色,就是追求稳定,场所固定。明代经筵日讲的

授课地点,一般固定不变,多在宫中文华殿举行。无

论是皇帝还是太子,都在文华殿讲读。
皇帝的经筵日讲一般都固定在文华殿。洪武十

八年九月,朱元璋御文华殿,“命文渊阁大学士朱善

讲《周易》”[4](P958)。宣德二年,宣宗“御文华殿”,听
讲臣 讲 课;三 年,再 御 文 华 殿,听 “儒 臣 讲 《舜
典》”。[20](P127~128)四年,他又驾临文华殿参加讲筵,与
廷臣谈论典谟。[21](P52)英宗复辟后,准备把太子讲读

从文华殿中移出,而将该地点作为皇帝的专用场所,
不过并未实行。孝宗时举行经筵仪式,“次日即御文

华殿进讲《尚书》《大学衍义》”[22](P204)。隆庆元年八

月,穆宗“初御文华殿日讲”[23](P768)。明代参加经筵

日讲时间最长的神宗,也是御文华殿讲读。他在张

居正的奏疏上朱批道:每月定以三六九日上朝听政,
其他时间“只御文华殿讲读”[24](P21)。天启七年四

月,以贪玩出名的熹宗,也“御文华殿讲读”。明朝末

帝思宗,直到崇祯十五年八月仍然“御文华殿日

讲”[25](P260)。可见,明代皇帝从太祖开始,直到崇祯

帝为止,都在文华殿举行经筵日讲。明世宗朱厚熜

虽然一度将讲筵移至西苑无逸殿、豳风亭,但他是受

道教归依自然的影响,在山水间举行讲筵,“进讲《十
月》诗、《无逸》书各一篇”,有现场教育之效。这与清

代经筵日讲地点变动不居受游牧风气影响,从本质

上来说并不相同。
明代皇太子也固定在文华殿讲读。早在洪武二

十六年,明太祖就“遣秀才张宗濬等随东宫官入值文

华殿,讲筵毕,诵说民间疾苦,往古良懿”[26](P812)。朱

棣从永乐四年(1406)开始营建北京,然后建设文华

殿和 大 本 堂,作 为 宫 廷 教 育 的 场 所。大 本 堂 废

弃[27](P814)后,太子的经筵日讲一直都在北京宫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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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华殿举行。英宗复辟后,“以东宫读书多在文华

殿”,打算将文华殿作为皇帝专门的经筵日讲场所,
而把太子讲读场所移到武英殿的左廊,但最后仍然

是留在文华殿,只不过是把讲读地点移到东厢房去

了。此后弘治十一年制定的《每日讲读仪》规定:皇
太子至文华殿升座后,“通事舍人以书案进,内侍展

书,侍读官进读,读毕,侍讲官进讲,讲毕,通事舍人

撤案”[28](P111)。由此可见,太子经筵日讲的地点依然

不出文华殿。[26](P451~454)

清代则不一样,其经筵日讲的地点变动不居,显
然是受游牧(游猎)风气影响的结果,具有浓厚的游

牧(游猎)文化色彩。清朝入关后,世祖也开始像明

朝那样,准备把经筵日讲的场所定在文华殿,但文华

殿迟迟修建不起来。文华殿修成后,康熙、乾隆、嘉
庆、道光等帝均曾在此举行经筵或进讲[29](P273),但并

非固定不变。顺治时皇帝的日讲场所变动无常,除
了弘德殿外,有时也在瀛台或南苑,或在养心殿,或
在景山臻禄阁。康熙日讲地点也很多,一般是在弘

德殿、懋勤殿或乾清宫。郊游或外出时,行宫(如南

苑前殿、瀛台等)也成为日讲场地。[1](P48)例如顺治十

二年秋,世祖幸景山臻禄阁,召日讲官五人各讲经书

一篇,赐坐,又命王熙、曹本荣每日进讲于弘德殿,
冬,于南苑日讲。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,王熙

奉召入瀛台进讲经史各一段。经筵日讲场所一会儿

景山,一会儿瀛台,一会儿南苑,反映出清室延续的

迁徙不定的游牧(游猎)民族生活特点。
清代皇太子的经筵日讲,地点与皇帝不在一处,

且亦多有变动。康熙时“太子会讲礼”中规定,皇太

子“恭诣传心殿祗告礼成,升主敬殿座”,即在传心殿

举行仪式,在主敬殿讲读。“太子日讲礼”规定,将太

子“引至毓庆宫惇本殿”举行讲读。[12](P57)讲读场所

亦不固定。
由上可见,明清皇帝和太子的经筵日讲,由于农

耕与游牧(游猎)文化的不同,在讲课地点上呈现明

显的差异,明朝地点比较固定,而清朝则变动不居。

  三、君威强弱:明清经筵教学关系之不同

虽然明清都属于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强

化的巅峰时期,甚至明朝还是这拨皇权强化的始作

俑者,然而,将明清两朝的皇权进行比较,还是可以

发现明朝的君权强化程度明显低于清朝。明朝是太

祖时期经过胡蓝之狱进行恐怖清洗后建立的皇帝集

权,但这种运动式的集权后继乏力,到明代中后期便

已成强弩之末,用儒家思想和理学精神武装起来的

儒臣们,敢于对皇帝直言强谏,皇帝越打压,儒臣声

望越高,皇权的威严不复如初。清朝是通过南书房

和军机处的相继设立,将权力集中到皇帝之手,虽没

有运动式的显目,但却导致皇权至高无上。清代很

少出现像明代雒于仁那样敢骂皇帝酒色财气的谏

臣。加之满汉之畛域,汉臣往往将自己视为外人,不
敢直言强谏。在此背景下,明清的经筵日讲课堂上,
出现了教学者儒臣和受教者皇帝之间态度和气势的

巨大差别。
明代经筵日讲课堂上,虽然保持着君主神圣的

礼仪,讲官不能坐讲,只能立讲,但皇帝对讲官仍然

以师道待之。明代许多皇帝和太子都承认讲官的老

师地位,直接称呼其为“先生”。“正统以来,经筵每

日讲毕,上必曰:‘先生每吃酒饭。’”[30](P1290)明宪宗

面对到东宫时的讲官刘珝时,尊敬地称其为“东刘先

生”[31](P165)。孝宗“初即位,雅重讲幄儒臣,呼‘先生’
而不名”[32](P724)。神宗不仅称张居正为先生,而且将

经筵讲官也尊称为“先生”。如陶大临为经筵日讲,
首讲《大 学》,神 宗 “器 重 之,数 称 ‘先 生’而 不

名”[33](P73)。直到崇祯朝,举行经筵日讲时,思宗称

“‘先生们来’,讲官始入,讲毕,上复宣‘先生们吃酒

饭’”[34](P51~52)。看来,素以严苛闻名的思宗,也是把

讲官称作老师的。崇祯十五年正月元旦,思宗御殿

朝贺毕,对担任经筵讲官的阁臣们说,“古来圣帝明

王,皆崇师道,今日讲官称‘先生’,犹存遗意,卿等即

朕师也,敬于正月端冕而求”,并亲自面向阁臣一揖。
阁臣们连称“菲才不敢当”。思宗说:“先生正是朕该

敬的!”[35](P196)讲官升迁也较他人为速,“日侍讲幄,
久效勤劳,比之别衙门办一事、效一职者不同,稍加

优厚,亦不为过”[15](P777)。
讲官们也以“帝王师”自居,在程朱理学影响下,

秉持“道高于君”的理想,坚持真理。在他们看来,明
朝皇帝的“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,但是道德

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”[35](P94)。明代讲官们甚

至在课堂上也敢于面折皇帝,而后者也只得容忍。
世宗“待讲臣厚,即吴惠、郭维藩讲章有所规讽旨令

条列,竟亦不之罪也”[36](P103)。讲官在经筵日讲中,
敢于高举道旗,以师自居,直接纠正皇帝的错误和无

礼行为。崇祯时,文震孟“在讲筵,最严正”,当时大

臣多遭逮系,文震孟讲《鲁论》“君使臣以礼”一章时,
“反复规讽”,崇祯“即降旨出尚书乔允升、侍郎胡世

赏于狱”。一次经筵时,“帝尝足加于膝,(文震孟)适
讲《五子之歌》,至‘为人上者,奈何不敬’,以目视帝

足。帝即袖掩之,徐为引下”,当时人称他为“真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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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”。[15](P6497)这说明明代经筵日讲官的帝师身份一

直得到尊重,而皇帝则仍然以弟子自居。
然而,清代经筵日讲课堂上,情况不太相同,讲

官们小心翼翼,皇帝却趾高气扬,甚至将经筵日讲的

制度做了根本性的篡改,将经筵日讲的目的———皇

帝接受教育,改成了“君臣交儆”,即皇帝与臣下(包
括讲官)一起接受教育;甚至增加了突出皇帝高见,
训谕臣下的“经筵御论”环节,师生身份颠倒过来。

“君臣交儆”的出现,始于康熙二十二年(1683)
八月初二日,当时经筵讲官、翰林院学士牛纽及张玉

书、侍读学士傅腊塔启奏经筵进讲题目。康熙下谕

旨道:“经筵关系大典,自大学士以下,九卿詹事科道

俱侍班,所讲之书,必君臣交儆,上下相成,方有裨于

治理。向来进讲,俱切君身,此后当兼寓训勉臣下之

意,庶使诸臣皆有所儆省。”[37](P136)从此,经筵由针对

帝王的教育,变成了面对群臣的“君臣交儆”的训话,
“经筵的性质与作用产生了变化”[1](P20)。康熙五十

年(1711)春季经筵,圣祖变学生为讲师,亲自讲《四
书》“忠恕违道不远”一节,《易经》“九五飞龙在天”一
节,讲官成为虚设,且变身为学生了。这与明代经筵

日讲制度颇为不同。其实,早在康熙十四年,圣祖就

已经在转变身份,向主讲方向迈进。他宣谕道:“日
讲原期有益身心,增长学问。今止讲官进讲,朕不覆

讲,但循旧例,日久将成故事”,决定“嗣后进讲时,讲
官讲毕,朕乃覆讲。如此互相讨论,庶几有裨实

学”。[37](P702~703)从“覆讲”发展到“亲讲”,于是便有了

康熙五十年圣祖亲自粉墨登场,讲授《四书》的情形。
虽说这是为了“互相讨论”和“君臣交儆”,但实际上

成了皇帝对讲官和大臣的训导。这为此后皇帝的

“经筵御论”奠定了基础。
“经筵御论”的出现,始于雍乾之时。在经筵举

行中,直讲官讲四书、五经之后,皇帝都要发表“御
论”。这些“御论”并没有深刻卓越之见,多属大言套

话,其实是皇帝为了表明自己的高见,向君臣所作的

训话。清世宗对皇帝议论进入经筵制度的程式问题

作过反复探讨。高宗将乃父的经筵御论尝试予以定

型。乾隆三年(1738),高宗首次举行经筵大典,当讲

官进讲四书之《论语》“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”
一章后,乾隆宣讲御论道:“政刑者,德礼之先声;德
礼者,政刑之大本。舍德礼而求政刑,必成杂霸之

治;即政刑而寓德礼,乃见纯王之心。一尔二、二尔

一者也。若云德礼之外别有所谓政刑,则非圣人垂

教之本意矣。”然后由讲官进讲五经之《尚书》,讲毕,
高宗同样宣讲一大段御论。皇帝宣讲御论时,讲官

暨侍班官员皆跪着聆听。[38](P31)正如陈东所言,雍乾

嘉时期“‘经筵御论’成了经筵的中心,经筵已经完全

蜕变为帝制宣传的工具”[1](P10)。
清代君权的强大,还使得他们修改了经筵日讲

制度,将日讲制度早早废黜。圣祖从康熙十五年开

始日讲学习,至康熙二十五年便下令停止。此后,清
代经筵制度就只有经筵仪式,没有日讲环节。其实

日讲才是皇帝或太子学习理学和文化的最有效的讲

筵形式。道光三十年,即位伊始的咸丰帝打算恢复

日讲旧制度,但因有人反对而作罢。同治、光绪年

间,一度在养心殿或勤政殿恢复了日讲,但既无经筵

仪式,亦无固定学期,日讲时间也视两宫皇太后心情

而定。宣统元年(1909),尝恢复大臣分班轮讲的日

讲制度,旋因帝国灭亡而终止。这与明代经筵日讲

制度虽然时断时续,但基本制度始终未变的情况并

不相同。
综上所述,明清君主权威虽皆在高位运行,但前

者不如后者,故明代经筵日讲制度一直呈讲官为师,
君主为生的状态;而清代经筵制度则因君主权威更

为强大,而形成“君臣交儆”和“御论训诫”的模式,师
生关系颠倒了过来,甚至因君主个人的决定,便废止

了日讲制度。清代君主之所以对经筵日讲严密控

制,与他们既争夺政治上的“治统”,又争夺文化上的

“道统”有关。[34](P430)清室认为,只有控制经筵,才能

改变皇帝为生、儒臣为师的局面,从而获得“道统”上
的优势,塑造“道由清出”的形象,以便更有利地统治

中国。

  四、冲击大小:明清经筵内容所受其他学

术影响不同

  明清经筵日讲制度均处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

的时代,然而,明代经筵制度的学术环境基本未变,
故未受其他学术思潮的干扰和影响,一直以四书五

经为讲本;清代经筵制度虽然也处在程朱理学的统

治下,进讲以四书五经为主,但却先后受到了汉学和

西学的强烈冲击和影响,讲课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。
理学首重四书,次重五经,故明代经筵日讲中也

是先讲四书一章,后讲五经一章。讲课内容一直以

程朱理学的伦理观念为重心。正德嘉靖之际,王阳

明心学兴起,在士大夫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,甚至

初入北京的世宗也是依靠阳明弟子及心学理论的支

持才赢得了“大礼议”之争[39],但在议礼新贵张璁、
霍韬等主持的经筵日讲中,并未发现宣讲心学的内

容。作为王守仁弟子的穆孔晖,在担任经筵讲官时,

·711·



 长江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 2020年9月

他很想将心学思想灌输给世宗皇帝和侍筵的朝臣,
但却并未达到应有的效果,因而叹曰:“鉴照妍媸,而
妍媸弗著于鉴,心应事物,而事物弗著于心,如鸟游

空自来自去。”他“不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,然经筵

启沃,朋辈往复,往往疏往哲之奥言,明群生之理性,
令闻者耸听,玩者心开”,特别是“至上(指世宗)前反

复开谕,务详于君子小人之际,其心冀以自尽,而要

人忌之日甚。虽踞师席,晋清卿,非不尊显,而道不

行于朝”。[40](P546)直到明末,经筵日讲都在讲授以四

书五经为尚的程朱理学。
清代经筵日讲虽然也是先讲四书后讲五经,以

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,但在乾隆嘉庆时期,却受到了

新兴的汉学的影响,其经筵日讲打上了汉学的烙印,
晚清时,又受到西学的影响,被赋予了西学色彩。

清代乾隆时期,以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兴起,直接

威胁到谈性说理的程朱理学之正统地位。高宗在经

筵上当众对地位崇高的朱子学进行抨击。起初,高
宗也是理学的信徒,号召众臣学习理学,但乾隆二十

年(1755)前后,他开始在经筵御论中批评和诋毁朱

熹。二十一年仲春经筵,直讲官伍龄安、蒋溥进讲

《中庸》“自诚明谓之性,自明诚谓之教”二句时,高宗

在御论中指出:“朱子谓‘天命谓性,修道谓教’,二字

不同。予以为正无不同耳。”直接表明自己与朱熹意

见不同。三十九年仲春经筵,直讲官永贵、王际华进

讲《论语》“仁者先难而后获”一句。乾隆在御论中声

称,“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论,略为近之。而朱子举以

为不求后效,又以为警樊迟有先获之病,未尝申明告

颜子之意”,指出朱熹的解释不对。五十四年仲春经

筵,直讲官德明、刘跃云进讲《论语》“子在齐闻韶,三
月不知肉味”一节时,高宗在御论中指出:“司马迁增

之以‘学之’二字,朱子亦随而注之,则胥未知乐,且
未知夫子矣”,“而朱子且申之以九十一日知味之说,
反覆论辨不已。吁! 其去之益远矣”。[41](P884)高宗在

经筵御论中对朱熹学说的质疑,打破了“非朱子之传

义不敢言,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”的禁律,推动了汉

学的隆兴和宋学的衰落。陈祖武指出:“清高宗选择

崇奖经学、立异朱子的方式,把学术界导向穷经考古

的狭路之中。”[42](P307)道咸之际,唐鉴、曾国藩等理学

名臣试图再次推进程朱理学复兴,光绪三十三年

(1907)也一度恢复经筵日讲,但由于西学东渐,理学

终于无力回天。[1](P90)

清代以程朱理学为主要内容的经筵日讲,还受

到西学的冲击。圣祖自康熙二十五年后,对传统经

筵感到厌倦,转而学习传教士传来的西学,如天文

学、几何学、静力学、西洋乐理、哲学、解剖学等,当时

先后有11人担任圣祖的宫廷教师。[43]清末,西学再

次强劲输入,对经筵日讲的内容产生了直接的冲击。
光绪三十三年日讲恢复之时,慈禧太后与德宗每日

视朝后,在勤政殿参加日讲,所讲内容仍是经史和国

朝典故,然而值得注意的是,增加了“各国政略”一
门。讲官为此还准备撰写《西史讲义》,并在《叙例》
中解释道,“欧美列邦虽云僻远,而梯航辐凑,浸成牙

错机张之势,且其政治艺学,效著富强,又多足我所

取资。是彼土外史之籍,固亦当世得失之林也”,并
附上《拟编西史讲义目录》,其中有“新航路之发明”
“新 大 陆 之 发 见”“尼 特 兰 之 独”“俄 土 战 争”
等。[44](P3~50)宣统元年(1909),经筵日讲内容已不再

拘于经史国故,“分为八门,多偏重西学”[45](P97)。宣

统元年闰二月皇帝宣谕:“昨日吴士鉴所进《西洋通

史讲义》尚属可观。嗣后进讲诸臣,务当于各书中有

关一切新政宪法之处,详慎采择,剀切敷陈,裨有益

于朕殷殷求治变法之至意,断不可摭拾空言谬论,无
补时艰为要。”[46](P163)传统的程朱理学在经筵日讲中

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
由上可见,明清经筵日讲制度由于所处的外部

环境不同,受到程朱理学以外的其他学术冲击不同。
明代虽然有心学的兴起,但未对经筵日讲造成太大

的干扰,而清代则由于汉学和西学的崛起,对经筵日

讲的主要内容程朱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。这是二

朝之间的又一点不同。

  五、结语

总体上来说,明清经筵日讲制度大体相同,均包

含经筵大典和日讲环节。明清皇帝也都出现过厌学

现象,经筵日讲时断时续,但基本上都延续下去,直
到王朝崩溃。明清两朝经筵日讲内容也基本相同,
都是以程朱理学为本,以四书五经和史学为内容。

然而,明清两朝的经筵日讲制度也存在着一些

差异。首先是农牧差异。明朝属于农耕政权,其经

筵日讲延续旧制,推崇理学,以助自己的政治统治;
而清朝起源于游牧(游猎)民族,即古代所称的“夷
狄”,为了洗去这层身份,其经筵日讲被赋予了争夺

华夏正统的意义,试图通过汉化的努力,达成“夷狄

入于中国而中国之”的局面。由于农耕民族重视劳

作而排斥游乐,因此明代舍经筵而趋游畋的皇帝都

受到儒臣的劝谏和攻击;而游牧(游猎)民族无此观

念,甚至以游畋骑射为传统,故清代皇帝舍经筵而趋

游畋时,儒臣和讲官们的指责就显得无力而被轻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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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回。由于受农耕定居文化的影响,明朝的经筵日

讲地点比较固定,无论是皇帝还是太子,都在宫中文

华殿举行;受游牧(游猎)文化影响,清朝的经筵日讲

地点变动不居,除延续明制有时在文华殿举行外,其
他时间或在宫中,或在禁苑,或在此殿,或在彼殿,随
心所欲,变化多端。其次,由于明清皇权集中程度不

同,经筵日讲的形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。明清两朝

虽然都处在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巅峰时期,
但明代皇权盛极而衰,大臣敢于直言强谏,因此经筵

日讲官始终保持着帝王师的某种尊严,皇帝也自屈

于弟子之列;而清代皇权则威严高耸,满族大臣自称

奴才,汉族大臣自称微臣,不敢面折廷诤,因此经筵

日讲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颠倒过来,皇帝覆讲之后

亲讲,甚至产生“经筵御论”的形式,由皇帝对讲官和

大臣大发议论,大肆训诫,清帝成了道统的秉持者,
以此维护其治统。再次,由于所处学术环境的差异,
明清经筵日讲的主题程朱理学受到干扰和影响的强

度不同。明代经筵日讲虽遇阳明心学兴起,似乎有

机会影响世宗朝的经筵日讲,但效果却微乎其微;而
清代经筵日讲却面临汉学和西学的强势崛起,对经

筵主题程朱理学先后产生了重大的干扰和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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